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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转移 ： 从地方式信任到

体制式与分散式信任
游淳惠

摘　 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 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尤其在具有争议的科技议题

上， 社会信任更是直接影响公众对争议性科技的接受度。 人们的 “信任” 并未随着科技、 社会发展消失，
而是转移了， “信任” 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分别是地方式信任、 体制式信任与分散式信任。 文章从转基因

议题报道框架的改变出发来看社会信任的转移过程， 分析转基因的负面新闻如何造成公众对政府、 企业、
社会的信任赤字。 互联网演算法科技对于此类信息造成的信息茧房与回音壁效应， 更是加速了社会信任的

崩坏， 政府要修补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信任关系， 就应该要重建信誉资本， 透过良好信誉的积累才能提升

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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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信任

科学传播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从大众意识科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走向大众理

解科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再到大众参与科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早期科学传

播主要从科学缺失模型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Ｍｏｄｅｌ） 角度出发， 长期关注如何将科学知识正确传递给公众的问题，
认为公众之所以拒绝新科技， 主要是由于科学知识不足所造成的。［３］

然而， 现实状况下发现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推动科普活动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 科学缺失模型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Ｍｏｄｅｌ） 备受质疑。［４］许多实证研究也都证明公众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态度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

关系， 科学缺失模型备受批评。［５］显然， 影响公众接受新科技的因素不止有科学知识一个变量。 在科普

过程中， 除了传播科学知识外， 还需要考量其他影响因素。
因此， 学者开始关注公众的心理反应。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和 Ｐｒｕｓａｋ 认为提升知识有效的流动， 最重要的关

键因素就是信任， 因为公众在社会活动中交换或分享知识， 全要看知识提供者是否值得信赖， 唯有公

众对知识来源信任， 才会降低不安全感， 进而接受知识观点。［６］

由于公众缺乏对生物科技的了解， 因此公众会倾向依赖社会权威， 信任科学专家， 来降低科学和风

险管理决策的复杂性。［７］ “信任” 成为影响公众接受科学和技术的重要影响因素， 尤其在预测公众对转

基因态度时， 更是扮演重要角色。［８］

在转基因议题上可以看出国内民众对于科学家的信任感逐渐降低。 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存有怀疑

与不信任， 强烈的不信任感源于科技发展与社会问题。 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贫富不均与知

沟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ａｐ） 等社会问题， 社会资源长期被精英阶层控制， 资讯的不对称更是加速民众的不安

全感。 因此， 当科学发展成为社会争议性话题时， 甚至迫害到民众的生存问题， 公众更容易将不安全

感转化为对精英、 政府制度的不信任， 导致 “反专家” “反精英” “反知识” 的意识形态盛行。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重大课题计划 “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科普宣传与风险交流”
（２０１６ＺＸ０８０１５００２）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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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社会信任的大框架下来看转基因技术被公众接受与拒绝的原因， 并分别从下列对于信

任的概念化定义来分析： （１） 信任转移： 社会变迁影响了公众对于信任的转移， 从过去的群体信任发

展到体制信任， 互联网的发展更带动了分散式信任； （２） 信任赤字： 在转基因议题上对政府、 企业或

社会缺乏信任， 影响相关政策技术无法推行； （３） 网络发展造成的信任破坏； （４） 最后， 本研究将聚

焦信誉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与信誉资本， 讨论重建信誉资本的可能方法。

二、 信任转移

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 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尤其在争议性科技议题上， 如核

能、 疫苗、 转基因与纳米技术等。 社会信任直接影响公众对争议性科技的接受度。 人们的 “信任” 并

未随着科技、 社会发展消失， 而是转移了。 Ｂｏｔｓｍａｎ 在 《信任革命》 一书中说明人类的信任经历三个阶

段， 分别是地方式信任 （ Ｌｏ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 体制式信任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与分散式信任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ｒｕｓｔ） ［９］ ：

（一） 地方式信任

第一阶段是地方式信任， 人们住在小型地方社群范围之内， 社群里彼此认识， 信任存在于小型、 地

方社群的成员之间， 信任的影响力是以人为核心， 信任特定的人员如家人、 朋友、 同事等； 对于群体

的信任较常发生在自然人之间， 指的是人与人交往中所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
（二） 体制式信任

第二阶段是体制式信任， 这是一种经过中介的信任， 透过各种合约、 法院和企业品牌， 把商业从地

方性的交易释放出来， 为有组织的工业社会建立必要的基础， 体制式信任是以机构为核心， 信任被少

数人所操纵， 而这群人大多是社会的领导者、 精英、 专家或者权威人士， 譬如相信银行会保护每个人

的存款、 政府执法公正等。 Ｂｏｔｓｍａｎ 的体制式信任相同于制度信任概念。
制度信任存在于抽象的关系中， 依赖于环境制度。［１０－１１］张苙云将 “制度信任” 分为三个维度： 制度

的运作能力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代理伦理 （ ａｇｅｎｃｙ） 和救济效力 （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ｅｍｅｄｙ）。［１１］ 第一个维度， 制度的

运作能力： 在于评估能力是否足以堪大任， 就个人而言， 指的是能否胜任某一角色或职位。 从制度来

看指的是制度是否有能力执行所托付的职责； 第二个维度， 代理伦理： 行动者能否以公平和正义原则

来坚守职务， 是否可以善尽代理人的职责， 以委托人的利益为最优先。 代理伦理的评估和行动者的操

守有关， 例如： 滥用权力、 非法利益输送、 偏袒特定团体或个人的利益等； 第三个维度， 仲裁与救济

效力： 这是和社会正义有关， 指的是个人与个人、 个人与法人或是法人与法人之间争议的仲裁能力。
当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产生冲突对立时， 仲裁制度是否能公平处理。［１１］

信任产生的过程中， 有两个重要因素： 依赖 （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和风险 （ ｒｉｓｋ）。 部分学者认为， 大部分的

公众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可以判断转基因技术的风险， 因此， 必须依靠科学家所提供的研究， 透过政

府机构和专家的安全评估， 来辅助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做出判断。
因此， 公众对于科学家的信任以及政府单位的 “制度信任”， 则成为影响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重要

心理变量。 公众对于制度的信任， 正好可以填补公众对于转基因知识不足的空白， 借助对科学家和制

度的信任， 来协助公众支持新科技发展。［１２］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 公众对于新的科技和新技术

的支持度， 和信任因素有相关性。［１３］

Ｐｅｔｅｒｓ 等人针对美国公众做调查， 研究发现美国公众的政府 “信任” 对态度起到显著的正向影

响。［１４］此外， 美国公众对科学权威的尊重， 在转基因的态度上， 发挥了核心作用， 也造成当美国公众在

遇到新科技的问题时， 会倾向以科学原理角度来分析， 寻求理性和科学的途径来解决问题。［１５］ 然而， 有

研究证明， 信任并不能影响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１６］

（三） 分散式信任

第三阶段是分散式信任， 仍处于婴儿期， 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横向流动的信任， 透过网络、 社交平台

和互联网系统来运作， 如支付宝、 滴滴打车、 优步 （Ｕｂｅｒ）、 爱彼迎 （Ａｉｒｂｎｂ） 和比特币等都是透过网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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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来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９］信任转移并非指过去的信任形式被取代， 而是新形式的信任变得更

具主导力与影响力。 举例来说， 在科学议题上公众仍然继续依赖数百年来的地方式信任， 相信科学家

群体的研究结果， 但在互联网快速发展后， 可能会更加依赖新媒体平台所提供的资讯， 把它当作参考

依据与信任来源。 构成分散式信任的三个必要条件， 包括信任新思想、 信任平台以及信任其他人或机

器人。
在信任转移的过程中， 人们的信任从过去的垂直流动转变为水平流动， 过去公众的信任是垂直往

上流向机构或组织， 公众相信社会组织中仲裁者和规范者所订定的条例， 并依法遵循； 相信专家的科

学研究， 将权威意见视为重要参考因素； 相信监督者对于破坏体制的人会给予惩罚。
然而， 现今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新时代建立信任， 以及在失去信任时该怎么办， 当信任不再

集中在专业群体上， 而是分散在各个新媒体平台或者是其他非专业意见领袖时， 甚至是谣言与假新闻，
社会整体的信任又会走向一个怎样的状况。 过去看重群体信任与体制信任， 当社会出现失信问题时，
可以由专家、 政府或组织来负责， 维持社会秩序， 但是现在走向分散式信任时， 谁又该对失信问题负

责任， 是平台还是平台中的个体？ 公众的信任感在现在社会也存在着平行流动， 有时候流向家人、 朋

友、 专家， 有时候流向电脑程序或机器人。 信任已经出现变化， 旧日的权力来源、 专业知识和权威，
不再握有一切王牌或掌握叫牌权。

三、 转基因负面议题对地方式与体制式信任的破坏

相信科学权威会直接影响公众对科技政策的支持。 信任科学是科普推广工作中的重要基石。 信任

是动态的心理状态， 公众对于制度与群体的信任感会随着事件的发展而变动， 信任是脆弱的社会关系，
容易受到谣言与负面事件的影响。 在转基因议题上， 公众对于地方式信任、 体制式信任与分散式信任

的信任断裂源于以下几个重点事件：
（１） ２００２ 年绿色和平组织公布雀巢部分产品中含有转基因原料。 ２００２ 年绿色和平组织私下检验超

市中的雀巢商品， 并发现雀巢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 ６ 种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 这是转基因议题首次

进入公众视野。 绿色和平组织强调应保护公众的 “知晓权”， 将转基因产品的 “选择权” 交给民众， 因

此要求对转基因相关产品进行标示， 政府必须扮演好监管角色。 雀巢隐匿转基因成分的行为， 引起公

众对于食安问题的关注， 隐匿的举动也让民众对转基因食品有负面想法， 绿色和平组织借此次的调查

结果来影响民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厂商与政府监管制度的信任感。
（２） ２００４ 年 《南方周末》 刊登 《转基因稻米： １３ 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 文章直指科学家因个

人利益而力推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指出， 种植转基因作物， 受益最大的不是

农民， 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 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 科学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专利， 将获取巨大

的商业利益。 文章以现行的转基因棉花为例， 指出科学家以专利入股民营公司获利， 认为转基因稻米

如果商业化， 最后得利的是科学家与其相关公司， 并非农民。 此外， 绿色和平组织更质疑国家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 （安委会） 对于转基因审核的公平与公正性， 因为由 ５８ 人组成的安委会中， 有三

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 其中里面许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专利通过者， 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

成员非常少， 只有几个人。 该报有别以往转基因内容新闻， 出现框架转向现象， 从过去科学探讨、 转

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转向科学家利益与监管部门的管理能力上， 从阴谋论角度来看待科学家的研究动机

与利益， 监管部门的不中立， 导致许多公众更加排斥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政策。 此事件也呼应了前述

制度信任中第二个维度所提及的 “代理伦理”， 即科学家能不能遵守公平正义原则， 在转基因食品的监

管过程中， 以全国民众利益为优先， 不受市场利益所影响， 坚守道德操守。
（３） ２０１２ 年湖南黄金大米事件。 ２０１２ 年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在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 发表黄

金大米研究论文后， 立即被绿色和平组织批评， 指出该研究违反研究道德， 利用儿童进行实验， 在儿

童不知情的状况下食用转基因大米。 报道框架又一次聚焦政府监管问题， 转基因议题也转向道德伦理

与诚信问题。 黄金大米人体试验的事件爆发后， 更是重挫公众对于科学家的信任， 公众质疑科学家滥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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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力， 违反伦理道德， 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试验研究。
（４） ２０１４ 年央视 《新闻调查》 追查转基因大米 （ ＢＴ６３ 转基因水稻事件）。 ＢＴ６３ 转基因水稻是由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所研发的专利。 ＢＴ６３ 水稻具有抗虫特色， 并在 ２００９ 年获得了转基因生

物安全证书， 但没有得到商业化种植的许可。 然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央视记者在武汉的一家大型超市购买

市售稻米， 随意采样 ５ 包， 结果发现其中有 ３ 包含有 ＢＴ６３ 基因。 随后， 农业部发表声明， ＢＴ６３ 改造水

稻经过 １０ 年以上验证， 目前只通过安全认证， 但最终的商业销售认证还未通过， 并不准许市售， 售卖

者皆是非法。 此事件再次引发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和监管部门的执法效力。
（５） ２０１４ 年崔永元赴美国考察拍摄转基因纪录片。 崔永元为了解转基因食品在美国的状况，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到 １２ 月 １８ 日期间， 走访美国的洛杉矶、 圣地亚哥、 芝加哥、 斯普林菲尔德、 西雅图、
戴维斯 ６ 个地区， 对专家和民众进行了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访问。 ２０１４ 年在微博发表赴美国考察转基因

的纪录片， 纪录片内容带有强烈主观意识， 直指美国人害怕转基因食品且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 甚至

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引发其他疾病。 影片内容混谣了转基因食品安全与疾病的相关性与因果性， 影

片直指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 纪录片视频迅速在微博中被转发， 三个月内收到了 ２０５７２ 人

次 “点赞”， 超过 ２２０００ 次的转发， 在 １０５６２ 条评论中， 有 ９０％以上的人支持崔永元的观点， 并质疑科

学家和政府在推广转基因技术背后的原因。［１７］崔永元拍摄的纪录片无疑增加了公众对于政府发展转基因

技术的疑虑，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讨论也从过去的食品安全上升到国家发展、 利益阴谋论上。
（６） ２０１８ 年贺建奎 “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 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在 ２０１８ 年宣布针对一对

双胞胎进行基因编辑， 将婴儿的基因 （ ＣＣＲ５） 进行修改， 让她们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 ＨＩＶ。
此事件迅速激起轩然大波， 震动了中国和世界， 更伤害了科学家形象。 贺建奎的个人行为严重违反科

学伦理， 破坏国际公约。 此种做法深深影响公众对于科学家与科学权威的信任， 也影响公众对于转基

因与基因编辑技术的信任。
回顾过往的转基因争议事件， 可以发现转基因的负面事件会对地方式信任与体制式信任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 在地方式信任的发展过程中， 发现公众对于科学权威存在信任真空现象， 信任真空是指

因为对传统专家、 领袖和精英缺乏信任而产生的空间， 这种缺乏信任会使恶意者有机会乘虚而入， 破

坏原有的信任结构。 信任科学家的公众， 认为科学家会凭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素养， 做出正确且符合公

共利益的决策； 反之， 则以政策阴谋论的角度， 来质疑科学家在公共政策背后所考虑的私人利益。 公

众对于政府的制度信任， 是决定人们对各种潜在风险性技术的态度的主要因素。［１８］ 以转基因作物为例，
公众对政府风险管理的信任程度与风险判断具有高度相关性。［１９］

转基因技术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 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也有所差异。 ２００３ 年美国民调公司

Ｐｅｗ 调查结果显示， ８３％的美国人相信美国监管机构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 （ ＦＤＡ） 对转基因安全所做

的结论。 Ｂｏｎｎｙ 研究指出， 对比德国， 制度信任更能决定美国公众在转基因议题上的态度。［２０］ 欧洲成为

转基因议题争议性激烈的地区， 这和欧洲媒体的转基因传播有直接关系， 包括媒体对转基因风险报道、
对政府监管部门的不信任、 对科学家立场的质疑等。

四、 社交媒体对分散式信任的影响

社交媒体提供公众一个自由分享、 评论的平台， 降低信息搜索的成本。 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公众获取

新闻资讯的主要渠道， 进而取代传统媒体的地位。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统计，
在 ２０１８ 年利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比例在统计上显著超越报纸 （１６％） 达到 ２０％， 平均来说有五分之

一的美国成人习惯通过社交媒体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Ｓｎａｐｃｈａｔ 等来获取新闻信息。［２１］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也让各界开始关注社交媒体中的假新闻事件与假新闻传播的相关

研究。 ２０１８ 年 《科学》 杂志研究指出， 假新闻传播速度是真实新闻的 ６ 倍， 且被转发的概率比真实新

闻要高 ７０％， 传播范围更加广泛。 其中， 假消息的信源相对较少， 往往是从几个个别用户开始， 但引

发讨论和转发数量却很惊人， 可达成千上万； 真实新闻的信源多， 但平均都在 １６００ 名用户以下。［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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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带来的社会影响确实不可忽视， 尤其在科技发展的议题上， 确实充斥许多虚假信息， 并影响公

众的态度。
“分散式信任” 强调透过网络、 社交平台和互联网系统来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公众可以通过对

“平台” 的信任， 来省去事实查核的过程。 但是如果平台未尽到事实监督的责任， 则会直接破坏公众对

于平台的信任， 任何一则虚假信息都足以摧毁平台辛苦建立起来的分散式信任。 虚假信息的传播者利

用公众对于平台的分散式信任来散布假新闻， 让公众信以为真， 如微博、 微信公众号， 甚至新闻门户

网站等， 不乏科学谣言， 转基因技术更沦为谣言的重灾区， 在许多平台上都能搜寻到有关转基因议题

的错误信息。
互联网中科学类的假新闻传播确实会扩大科学的不确定性， 也会影响公众对科技的风险感知， 降

低对平台的分散式信任。 Ｎｙｈａｎ 和 Ｒｅｉｆｌｅｒ 研究发现， 假如美国疾病管制局在网站上澄清流感疫苗会导致

发病的谣言， 虽会让民众比较不再相信那些谣言， 但同时却会让本来就担心疫苗副作用的人更不想打

疫苗。［２４］

在后真相时代， 社交媒体上泛滥的假新闻议题更容易发生于争议性事件中， 尤其是争议性的科技

类信息， 因为公众对于新科技的社会发展不了解， 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不确定性， 扩大了公众对

于风险的负面感知。 科学谣言、 假新闻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诞生的。 社交媒体的特性对分散式信任产

生的影响包括下面几点：
（一） 信息茧房效应加强分散式信任

平台算法推送的基本原理是分析用户的平台使用数据资料， 包括点赞、 转发和评论等行为。 举例来

说就是将这些用户行为的数据赋值， 给予对应的分数并根据这个数值判断， 决定新闻信息是否能成为

向该用户推送的热门新闻。
过去新闻媒体的推送是取决于新闻室的编辑， 但社交媒体时代则是交由 “算法” 来决定， 这也衍

生出许多问题， 包括由人工智能系统向公众推荐的新闻是基于哪些标准与评判价值， 公众并不清楚平

台的推送机制， 这也变相给了平台、 传播者或利益团体机会， 因为他们可以决定公众通过平台所看到

的 “真相”， 甚至可以操控舆论的风向， 如公众在微信公众号、 微博的留言回复， 并非所有人都可以看

见， 而是经过后台 “筛选” 过的。
当社交媒体的算法推送机制决定了公众接触到的新闻内容， 将会影响公众对真相了解的全面性。

此外， 部分公众在阅读信息时更倾向于看到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信息， 形成 “信息茧房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ｃｏｏｎｓ） ” 现象。 网络社群和粉丝群把想法相近的公众聚集在一起， 也会使资讯变得更加单一、 封闭。
甚至会有公众拒绝与自己认知、 立场相反的信息现象， 公众更认同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信息， 并将不同

观点的言论视为虚假信息， 谎言反被视为真实。 互联网中有关转基因的讨论更甚， 崔永元与方舟子在

微博上的辩论也呈现两派立场， 仔细观察网民在微博上的转发、 评论行为， 不难发现同温层现象， 更

多的网民会在与自己意见相同的粉丝团留言， 发表言论。
这也是信任转移中的一个现象， 信任和影响力聚焦在个人身上而非体制身上。 当体制式信任逐渐

瓦解崩坏时， 就会有新的信任制度崛起， 新媒体的出现拆解了传统的信任阶层， 使科技信任可以跨越

传统的科学家族群、 政府组织或者科技政策， 由新媒体平台来重新建构公众对科技的分散式信任， 如

专业的科技网络媒体 （果壳网）， 公众透过分散式信任来信任平台所提供的信息， 相信平台会替公众担

起新闻守门与把关的责任。
（二） 社交媒体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对分散式信任的影响

微博与微信相比， 微博具有开放性， 公众可以在微博上获取各种资讯， 也可以看到不同立场的观

点， 议题相对开放， 公众可以自由转发、 评论。 相较下微信的封闭系统则可能使回音壁效应更加明显，
在微信公众号上， 公众即使订阅公众号也无法与传播者进行对话， 甚至在公众号文章下方的留言也是

经过传播者挑选的。 微信的封闭性也体现在朋友圈中， 公众在朋友圈中所接触到的信息多是身边朋友

筛选过的内容或者是 “过滤” 过的新闻观点， 更容易使观点单一化。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争议性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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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大多是发生在微博中。 微博的开放性提供给公众一个能相互讨论的平台， 透过微博可以看见多元

的意见。
过往许多研究都证实欧美媒体在报道时都存在主观立场与政党倾向， 常年以来的主观偏见导致公

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降低。 也因此相对于从主流媒体去获得新闻内容， 公众更倾向依靠 “圈子” 去获

得资讯、 分享观点， 因为在这个圈子中大部分的人都是拥有相同观点立场和价值观的， 在这个圈子中

的信息都是经过 “立场过滤” 的， 不同立场的意见都会逐渐被消除， 公众为了迎合朋友观点， 或者留

在圈子中， 就不敢发表相左的意见， 这也会造成沉默螺旋效应的加大。 此外， 越来越多人在接收信息

时， 更容易倾向于从自己的偏见与情绪去选择所相信的内容。
封闭性的内容更会影响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了解的全面性， 虚假信息更会在封闭的状态中蔓延。

社交媒体的封闭性更容易产生回音壁效应， 甚至会让公众距离事实越来越远， 扩大公众对转基因技术

的信任差距 （Ｔｒｕｓｔ Ｇａｐ）， 因此， 如何缩短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已知和未知的空白则成为建构信任的重

要目标。

五、 信誉资本与信任关系的修补

信任是个人对于他人有正面意图的信念， 相信施信者 （ ｔｒｕｓｔｏｒ） 不会意图伤害自己、 会保障自己的

权益、 履行对信任者的责任与义务。［２５］信任关系发生在不确定及无法预测的情境中， 在无法确定对方的

反应而自己又处于可能受到伤害的劣势中， 仍相信对方会有自己预期的正向作为。［２６］ 信任关系会提升施

信者 （ ｔｒｕｓｔｏｒ） 和被信者 （ ｔｒｕｓｔｅｅ） 双方合作的可能性。［２５］ 至于不信任的关系， 则是指对于被信者有负

面的期待， 认为被信者可能会伤害自己。
转基因技术带来的信任伤痕 （Ｔｒｕｓｔ Ｓｃａｒ） 需要有计划地去重建 “信任关系”。 地方式信任、 体制式

信任与分散式信任并非单一独立状态， 相反三者之间有必然的关联性， 因此， 在重建社会信任时， 必

须全面考量到三者之间的差异性与优劣， 同时进行才能提升公众对中国社会总体的信任感。
地方式信任、 体制式信任与分散式信任在发展上， 彼此间属于渐进式结构关系。 在转基因议题上，

要重建公众对技术的信任感， 应该从地方式信任出发， 重建公众对于科学家的信任， 科学家应该更积

极地参与科普活动， 将社会责任纳入科研工作之中， 重视与公众的沟通。 利用公众对信任影响者

（Ｔｒｕ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的高度信任来推广科学政策， 除了提高科学普及的效果外， 也同时形塑了社会大众

的社会认同。
良好的地方式信任状态更是体制式信任发展的基石。 政府应该有计划地去维护组织的信誉 （Ｒｅｐｕ⁃

ｔａｔｉｏｎ）， 解决社会信任赤字问题， 国家可透过 “信誉评估系统 （ Ｔｒｕｓｔ Ｓｃｏ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 来评判一个主体

或组织在社会中的信誉状况， 让体制式信任可以有一个健全的评判标准与发展体系。
分散式信任诞生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随着信息资源获取成本的降低， 网络成为公众获取科学知

识的重要管道。 社交媒体、 科学平台分散了过去地方式与体制式信任， 公众基于对新媒体平台的信任，
对于科学信息很少确认其真实性。 但网络中假新闻的泛滥， 影响了公众的信任感， 若要维持分散式信

任的持续发展， 平台管理者需要重视本身的社会责任， 对于平台上的虚假信息需要有一套防范机制，
透过信誉资本的累积， 才能提升公众对于平台的黏性。

建构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 “信誉” 是当前重要工作之一。 组织在社会中积累的信誉价值可以形成

所谓的信誉资本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 信誉资本作为组织的一种无形资源， 在社会责任与组织价值创造

关系中发挥了价值传导的中介作用。［２７］在转基因议题中须确保信誉资本的正向发展， 才能提升公众的支

持度。 只有当信誉资本提高， 才能降低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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